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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成员资格认定的应然司法逻辑

房绍坤　路鹏宇

摘要:成员资格是成员享受相应福利待遇和行使成员权利的前提,人民法院审理征地补偿费分配、集体收

益分配等纠纷时应首先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成员资格.基于«民法典»对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区分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所有权,成员资格应当分为农民集体成员资格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两者指向不同的本质关系与认定标准.成员资格认定属于集体自治范畴,立法与司法应

当从集体决议角度尊重集体自治,并对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作出合理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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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集体成员多因土地补偿费分配不公而提起诉讼,附带请求法院确认其

具备本集体成员资格,成员资格确认的重要性已经初见端倪.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农
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要求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重要性在司法实践中更为凸显.但是,由于法律未对成员资格

的界定作出任何规范,因而人民法院在原告当事人是否具备本集体成员资格方面的审理较为混乱,部
分问题未能得到厘清,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民法院能否审理有关成员资格的案件? 部

分人民法院认为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村民自治事项,需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理,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

围① ;而部分人民法院认为以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村民自治事项而不予受理的做法,属于法律适用错

误,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民事法律纠纷② .第二,人民法院就成员资格问题作出的论述或判决,对当事

人之后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具备法律拘束力? 也即,人民法院在审理集体决议效力的案件中,对原告

是否属于本集体成员的论述是否属于有法律拘束力的判决部分? 第三,人民法院能否对关于成员资

格认定作出的集体决议的效力作出裁判? 如当集体决议因特定文化习俗而将外嫁女等主体排除在集

体成员之外时,人民法院能否直接认定原告具备成员资格,能否或有无必要认定相关决议无效? 第

四,关于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当采取何种标准? 在认定成员资格的裁判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认定标

准不统一,涉及户籍、基本生活保障、土地承包关系、实际生产生活关系等多个标准,而人民法院并未

就此形成逻辑贯通的认定体系.
从理论来看,学界围绕成员资格认定的讨论,亦未形成统一的观点.第一,关于司法介入与集体

自治的关系,有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应通过行政诉讼来介入关于成员资格的集体自治,并直接作出给

付判决来规避单纯撤销集体决议的弊端③ ;另有观点主张,当事人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侵犯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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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有权审查侵犯成员利益的村规民约或自治章程①.第二,关于成员

资格认定所应采纳的标准,有观点认为,在现有城乡人口流动情形下,完全依据户籍来确定成员资格

会抹去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承载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故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是否以集体土地为基本

生存保障为原则②.同时,诸多观点提出应以户籍为基本原则,但对其他因素的具体标准以及与户籍

标准的协调存在争议③.第三,关于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并没有明确区分,相应地,是否

区分农民集体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存有疑问.«民法典»明确了农民集体成员为农民集体的成

员,而农民集体是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所有权的代行主体.从表述来

看,农民集体成员并非当然地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司法解释»)第２２条(修改前第２４条)
表述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实践亦采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表述.学界在论述集体成员资

格时,亦很少明确说明农民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区别.
由此,立法的不完善导致成员资格认定的实践极为混乱,学术见解亦难统一,实体认定标准都不

免过于单一或过分抽象.对此,有学者提出解决成员资格认定的关键在于国家和地方尽快制定相应

的实施细则或法律规范,明确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体系④.事实上,国家层面应当就成员资格认定出

台相应的法律规范,但具体的规制方式有待进一步思考,法律是否应直接规定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体

系或直接规定能否有效解决目前成员资格认定纠纷是存疑的.
就现阶段而言,本文认为,应当从司法救济的角度来考察成员资格认定问题,梳理人民法院的审

判逻辑,确定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体系,并明确国家公权力与集体自治的协调关系,最终为人民法院审

理涉及农民成员资格的案件和处理相关纠纷提供应然的裁判进路.

二、现行成员资格认定逻辑之梳理

在司法实践中,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案件诸多,本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侵害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益纠纷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检索结果如下: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０日,以“成员资格”为判决

理由部分关键词的民事裁判文书数量为７１０８６份,其中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检索关键词的

民事裁判文书数量为６７１９０份,以“集体成员资格”为检索关键词的民事裁判文书数量为１８６５份.值

得注意的是,以相同方式检索行政案由的裁判文书,分别有１１２４０份、８０７７份以及１１３８份.尽管从数

据对比的角度来看,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案件以民事案件为主,但行政裁判文书仍大量存在,这意味

着现阶段人民法院对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案件定性仍不清楚.同时,在以“成员资格”为判决理由部

分关键词检索的民事裁判文书中共有１２８３３份民事裁定书,而以“驳回”或“不予受理”为判决结果部

分关键词检索的民事裁定书共１１６４５份.因而,在７１０８６份的民事裁判文书中驳回起诉、驳回诉讼请

求和不予受理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民事裁定书约占比１６３％.这表明,人民法院对于是否受理涉及

成员资格认定的案件这一基本问题仍然存有较大疑问.
基于上述两种情况,本文选取５００份裁判文书作为样本数据,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以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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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数量分别为２５０份、１２０份和１３０份,最终获得有效的裁判文书３７５份,其中民事判决书为

２１３份、民事裁定书为９２份、行政裁判文书为７０份.
(一)成员资格认定案件的原告身份梳理

在上述范围内,本文梳理了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原告身份.需要说明的是,列出的原告身份

是本文在结合原告诉请、被告辩称以及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等部分综合确定的,同时采用涉及争议焦点

的身份.
第一,从整体来看,在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中,原告多为外嫁女及其子女,占所有原告身份的

４３％,其中包括从外村嫁入本村以及从本村嫁到外村两种情形.对于后者,被告大多以原告出嫁后属

于空挂户以及相关事项属于集体自治范畴作为不予认定的理由.
第二,普通村民提出认定成员资格的情况分为两类,具体为:一是户口存在一定的变动,如当事人

长期在被告处生活并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户口登记为非农业户口,这类主体占普通村民身份的４５％;
二是集体决议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如丈夫在配偶被宣告失踪后成为财产代管人时,集体决议认定因

丈夫不具备成员资格而暂时冻结其配偶成员利益发放①,这类主体占普通村民身份的５５％.
第三,相对重要的主体是回迁户及其子女.这类主体的情况为原告原本就在被告处生活,因工

作、婚姻关系等原因将户口迁出被告处后,又因上述事由消灭或其他原因将户口回迁至被告处.在司

法实践中,这类主体基于特定原因将户口迁出被告处,之后将户口回迁至被告处存在两种情形:一是

原告未在被告处实际生产生活,如空挂户;二是原告在被告处实际生产生活,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四,关于未成年人部分,集体多认为未成年人未与集体形成实际生产生活关系,或因当事人为

计划生育外子女②,或基于分配和股权的静态管理③,因而集体决议否定了未成年人的成员资格或限

制其成员权益,这类主体占总体的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胎儿这一主体指的是作出集体决议时原

告尚未出生,在此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参照«民法典»第１６条的规定,认定胎儿可以享受成员权益④.
第五,关于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等主体.这类主体均为行政诉讼原告,占全部主

体的８％.这类主体就行政机关对第三人作出的关于成员资格的行政确认的合法性,提起诉讼或提起

上诉.如在“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樵村吉水股份合作经济社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民政府、张某

乡政府案”中,吉水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原告,以股权静态管理的章程规定第三人并非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为由,请求撤销西樵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确认第三人具备原告成员身份的具体行政行为⑤.
从起诉方的身份来看,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看似是原告与作为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产

生的争议,但实质上会集中表现为集体自治与司法裁判就具体认定逻辑上的冲突,这也体现在人民法

院是否受理涉成员资格案件的情况上.
(二)人民法院受理涉成员资格认定案件的情况

从案件的受理情况来看,多数人民法院会受理成员资格认定的诉讼请求并对其作出实体裁判,这
一情况占总体数据的６８％.这意味着,多数人民法院认为法院有权对成员资格认定事项作出实体性

裁判,部分人民法院直接或间接地表明集体就成员资格认定作出的决议应当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或
司法裁判可以忽视集体自治而径行对成员资格予以认定.例如,在“高文静与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办

星火新村６组、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办星火新村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中,被告提

出村民小组早于２０１０年确定了分配方案,小组会议亦对原告问题作出决议,组内大多数村民亦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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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告分配土地出租款,而人民法院对此未予任何回应,直接依据户籍以及生产生活关系认定原告具

备被告处成员资格①.
虽然总体而言,人民法院对成员资格认定的诉讼请求多采取受理的态度,但人民法院直接驳回起

诉,或对案件不予受理,或对成员资格认定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的案件数量,仍占比３２％.其中,人民

法院以成员资格认定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管理范畴作为理由的,占比５１％②.这就表明,相当

一部分人民法院对成员资格认定采取保守的态度,有２１％的裁判文书直接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２７条提出成员资格认定属于集体自治的范畴,认为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向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申

请解决.在行政诉讼中,有的人民法院提出,基层人民政府与人民法院均无权对成员资格予以认

定③,或提出即使在行政机关作出认定之后,司法权亦不应干预④.
由此来看,人民法院拒绝审理成员资格认定诉请的内在原因在于,人民法院无法确定其能否对这

一涉及集体自治、基层民主自治以及行政管理的问题予以实体裁判,部分人民法院提出目前尚无明确

立法规定表明此类争议可否经由民事诉讼程序得以处理⑤.因此,当前司法与集体自治在成员资格

认定方面的界限集中体现在人民法院能否受理成员资格认定诉请上.
(三)人民法院审理涉成员资格案件的认定结论与标准

在人民法院就成员资格认定诉讼请求作出实体裁判的案件中,有１７２份裁判文书认定原告具备

被告处的农民集体成员资格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人民法院作出实体裁判的案例中占比８０％.
结合上文对原告身份的梳理,外嫁女及其子女等特殊群体是其主要类型,而这类主体要求得到农民集

体或集体经济组织平等对待,这在我国农村治理以及司法裁判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目

前,地方政府承担了维护农村妇女的职责,而地方政府与人民法院出于维稳的需要,多采取偏向特殊

群体的决定⑥.在实践中,迁入或插户的村民、回迁户等群体实际上与集体保持着相对密切的生产生

活关系,部分村民虽将户口登记为非农业户口,但在被告处实际生活多年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⑦.对

此,人民法院大多采取认可原告具备被告处成员资格的态度是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判断

成员资格的具体标准是复杂多样的,呈现出单一认定标准与复合认定标准两类,同时民事诉讼与行政

诉讼在此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１．单一标准的认定路径.在民事审判中,３４％的裁判文书采取单一标准的认定路径,而采取复合

标准的认定路径占比６３％,其余的３％并未给出认定标准而直接作出认定结论.单一标准具体包括

户籍、集体决议、出生原始取得、实际生产生活关系、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五个标准.在

采取单一标准的裁判文书中,上述五个标准的适用分别占比４８％、２８％、１１％、１０％、４％.
由此看来,单一标准的认定路径以户籍标准为主要认定标准.户籍作为确定成员身份的基本依

据,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历史上长期挂钩,具备现实合理性和操作性⑧.外嫁女作为主要的原

告方,其户籍仍然保留在出嫁前的被告处.当被告作出分配土地补偿费的集体决议时,外嫁女通常以

户籍标准主张其仍然是被告处成员.另一类值得注意的裁判进路是,人民法院在认定当事人具备成

员资格时,将户籍标准与资格的原始取得、父母具备成员资格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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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陕０１１６民初１２４６５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豫０３民终９８４４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浙０７０２民

初７３６０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粤民申１０８３５号民事裁定书.
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浙１１２１行初５０号行政裁定书.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０６行终１５３号行政判决书.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鲁０３民终３８４０号民事裁定书.
赵贵龙:«“外嫁女”纠纷:面对治理难题的司法避让»,«法律适用»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粤行申５３５号行政裁定书.
高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抉择»,«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关于“集体决议”标准,人民法院通常会强调对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当尽可能地尊重集体决议,具体

形式包括公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接纳成员的集体决议等.但是,这一标准的实际效果并不理

想,人民法院并未明确指明集体决议的边界和具体形式,仅仅强调了集体决议需要明确同意接纳当事

人作为集体成员①.
关于“出生原始取得”标准,人民法院在处理外嫁女提起的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中,亦较多地

采取出生原始取得标准②,而忽视外嫁女出嫁后是否在生产生活地享受成员权益等因素,也即过分关

注了成员资格的原始取得,而忽视了对成员资格是否丧失的审查.
关于“实际生产生活”标准,部分人民法院提出原告未在被告处出生,未在被告处取得土地承包经

营权和长期生活,因而未与被告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③.事实上,人民法院在认定生产生活关系

时通常将其与基本生活保障、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事实相结合.
关于“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标准,部分人民法院在处理关于插户村民或迁入户口

的村民的成员资格认定案件中,采纳了这一标准,核心的论述是原告与被告之间达成插户协议.若原

告将户口迁入被告处,并缴纳了相关费用,办理了农民建房规划建设用地许可证,则可以认定双方形

成了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与其他村民享有同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④.然而,人民法院并未完全

区分权利义务关系与实际生产生活关系,在强调当事人双方达成插户协议的同时,也强调原告在被告

处实际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在对成员资格认定作出实体裁判的行政案件中,４９份裁判文书采纳单一标准的认定路径,占比

７０％.值得注意的是,采取单一标准认定路径的人民法院均以户籍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成

员资格的标准.人民法院的审判逻辑在于,虽然当事人因婚姻关系、插户或迁入、户口回迁等因素而

在被告处生活,但在集体决议否定不具备被告处户口的人享受成员权益且行政机关认可集体决议时,
人民法院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当事人因户籍因素而不具备相应的成员资格⑤.

２．复合标准认定.在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采取的复合标准认定路径包含八个具体标准,其中采

纳“户籍＋实际生产生活”标准的案件最多,占比３９％⑥.总体来看,人民法院通常会以户籍作为形式

标准或一般标准,以实际生产生活关系为实质标准或补充标准.这反映出人民法院在成员资格认定

中选择穿透集体决议、户籍管理等限制,从成员与农民集体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角度认定成员资

格.值得注意的是,复合标准中涉及“以土地为基本生活来源”的标准占比４７％,这意味着人民法院是

基于集体土地承载基本社会保障功能的角度来认知成员资格的取得.整体而言,复合标准认定呈现

出具体标准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况,具体标准的概念内涵以及各标准之间的区分模糊不清.人民法院

通常出于解决当前案件争议焦点而针对性地提出标准,以追求尽快解决纠纷.
相反,在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采取的复合标准认定路径与民事案件中复合标准认定路径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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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陕０４民终３２８９号民事判决书.
海南省琼海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琼９００２民初３０７９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湘０１１２民初５８１９号

民事判决书、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陕０１１６民初１１７０９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鲁０５２３民初３２６３号民事判决书.
陕西省眉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陕０３２６民初１４７３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眉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陕０３２６民初１４７４号民事判决

书、陕西省眉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陕０３２６民初１４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粤０６行终２５３号行政判决书.
民事裁判文书采取的复合标准具体包括:(１)户籍、实际生产生活;(２)户籍、实际生产生活、以土地为基本生活来源;(３)实
际生产生活、以土地为基本生活来源;(４)实际生产生活、依法被登记为集体组织成员、以土地为基本生活来源;(５)取得土

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６)实际生产生活、依法被登记为集体组织成员;(７)以土地为基本生

活来源、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８)户籍、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采纳上述八个复合标准的裁

判文书分别占比为３９％、２５％、１１％、７％、７％、４％、４％、３％.



三个不同的特征①.其一,所有的复合标准均包括户籍标准.综合单一标准来看,人民法院在审理涉

及成员资格认定的行政案件中均以户籍作为认定标准.其二,部分复合认定标准出现了“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的标准且占据较大比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标准也会出现于民事案件的被告辩称中,但人

民法院对此均不予理会②.其三,相比于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中采取的复合标准更具针对

性,其认定标准围绕涉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争议点展开,而非针对成员资格的概念和取得方式而

提出.例如,在“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上队股份合作经济社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乡

政府纠纷”中,人民法院认定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资格确认的条件上作出的决议与法律、法规和国家

政策相抵触,违背平等原则,而镇政府确认第三人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纠正了

集体经济组织决议,认定镇政府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合法,认可第三人具备成员资格③.
总体而言,人民法院在认定成员资格的实体裁判中采取的标准较为多样,缺乏明确的规则依据与

指引,呈现出混乱的认定体系.而伴随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成员资格认

定案件中适用的法律规范亦表现出较大差异.
(四)人民法院审理涉成员资格案件的法律规范

本文为突出成员资格认定作为案件争议核心焦点,将样本案例集中于“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益纠纷”.尽管«民法典»第２６５条第２款(«物权法»第６３条第２款)规定了集体成员有权提起集体决

议撤销之诉,但人民法院面对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集体决议时,仍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避免直接否

定涉及成员资格集体决议的效力.在行政案件中,由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核心在于判断具体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涉及基层民主自治与地方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因而部分人民法院依据«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来明确集体自治的效力,并借由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审查行政确认行为的合法

性.同时,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地方性法规、政策与司法文件都成为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

件的重要指引.
在民事案件中,«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司法解释»第２２条(修改前第２４条)的适用频率最高,达到６６

次.事实上,这一数据仅限于裁判文书适用规范部分,在判决理由部分,第２２条的适用频率仍然较

高.第２２条直接明确了成员资格认定是解决农村承包纠纷的前提,而人民法院将其予以扩大解释,
即审理所有集体决议的前提在于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判断当事人是否是被告的农民集体成员或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条、第１０条、第２４条、第２７条与第３６条的适用次

数较多,共为１３２次.其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７条的适用次数达到６５次.这些法律规范规定

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具体方式以及限度.该法第２７条第２款与第３款规定了村民自治不得违反宪

法、法律、法规与政策,不得侵犯村民人身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若有上述情况,则由乡镇一级人民政

府责令改正.这表明,人民法院认可成员资格的认定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但第２７条第３款的规定

使得人民法院无法确定司法权能否介入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集体决议,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影

响下忽视集体决议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最后,由于人民法院需要说明农民集体成员权益受到侵犯,
«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总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范的出现频率较高,适用

次数总计为１０１次.«民法典»第３条、第１１３条与第１２０条的适用频率也相对较高,为３１次.值得注

意的是,«民法典»第２６５条(«物权法»第６３条)作为解决集体决议侵害成员权益的主要规范,其适用

次数较少,仅为２１次.在搜集的样本案例中,当事人几乎不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集体决议,而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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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行政裁判文书采取的复合标准具体包括:(１)户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２)户籍、形成权利义务关系;(３)户籍、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形成权利义务关系;(４)户籍、父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５)户籍、实际生产生活标准.采纳上述五个复合标

准的裁判文书分别占比为４６％、２７％、９％、９％、９％.
湖南省炎陵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湘０２２５民初７１５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粤０６行终４７０号行政判决书.



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其具备成员资格或享受集体成员待遇.
相比于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适用规范突出了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性政府规章的规定①.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就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展开审理,而样本案例中所有的涉诉具体行政行为均

是以成员资格认定为核心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行政案件中适用的法律规范均是直接针对成员资

格而适用的法律规范.部分省市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当事人向乡镇一级人民政府请求确

认其成员资格时,政府通常依据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作出决定.所以,人民法院首先根据«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６１条的规定,说明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有权依法对当

事人请求确认其成员资格或享受成员待遇的申请作出处理决定,进而依据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对

当事人成员资格予以审查,以此来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综合而言,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案件从认定结果、认定标准到法律规范适用呈现出

不统一的审理逻辑,其在法律规范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谨慎地平衡着司法救济与集体自治的关系.固

然,人民法院大多采取受理的态度,但仍未对诸多涉及成员资格的诉请予以正面回应.同时,判断当

事人是否具备成员资格所依据的认定标准呈现出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重复堆叠等问题,成员资格认

定结果是否局限于个案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明确回答.就认定规范而言,在各地不同程度推

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而国家层面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的前提下,人民法院所依赖规范的效力层次

较低,且内容不相统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对成员概念与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理论探讨

不统一,司法审判缺乏明确的指引,而这首先就体现在成员资格的类型区分上.

三、农民集体成员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相比于以往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直接规定了集体成员享有的具体权利及权利救济途径.但«民
法典»第５５条在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时使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概念,而非第２６４条所

述的“集体成员”.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土地管理法»也均使用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非

“集体成员”的表述.因此,在我国现有的立法表述中,农民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并

存.这就需要我们厘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明确司法纠纷中农民成员资格认定的准确含义.而

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核心在于明确成员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进而就两者在成员资格与成

员权上的关系展开逻辑区分.
(一)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

«民法典»第２６１条规定了集体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归“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从该条的表述

来看,农民集体成员对集体所有权指向的标的形成了一种“集体所有”的关系.«民法典»第２６２条规

定了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等,由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因此,集体经济组织成为集体所有

权的代行主体.然而,关于代行所有权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法律未予规定,学界对集体经济组织代行

所有权也存在着不同意见.有学者提出集体经济组织实质上就是成员集体的法人化改造,也即集体

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是同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集体所有权的主体②,或提出集体经济组织与

成员集体的关系类似于公司与股东的关系,成员集体不属于团体③.由此农民集体成员转化为了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民法典»第２６１和第２６２条所述的农民集体成员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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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一.而另有观点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是两个主体,应当坚持农民集体是集体所有

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代行主体①.若坚持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离,则农民集体成

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必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两者指向的群体可能在实践中有所重合,
但在当前股份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静态股权管理的背景下,未纳入股东范围

的人员可能就属于集体成员.
本文认为,应当坚持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所有权的代

行主体而非所有权主体.
第一,农民集体固然不是«民法典»所明确规定的独立民事主体,但其作为一定范围内财产与成员

联合组成的特殊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民法典»的规定出发,农民集体是

集体所有权主体,但却不同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民事主体,与总则编的民事权利能力制度

无法衔接.所有权人应当具备民事权利能力,换言之,具备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的法律标志.而

农民集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格化组织,这实际上与集体所有权的本质相关.从所有权的私法属

性来看,所有权的私法属性在于保障个人的财产,其中包含着个人的自主意志,而自主意志也构成了

财产权正当性的伦理基础②.反观集体所有权的权利特征,集体所有权表现出浓厚的公有制特色,要
求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由成员平等且不可分割地占有,并表现为“集体所有”这一特殊的财产所有形态.
因此,集体所有权在根本上不同于以权利主体为核心的主观权利,而是“为特定财产设立的、旨在实现

其经济社会功能的法律制度”③.因而,集体所有权表现出主体虚化、严格限制土地流转等特点.
然而,农民集体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并不妨碍自身是区别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团体.农民集

体作为集体所有权主体能够确保将集体财产保留在成员内部,因而强调的是成员对集体财产平等且

不加分割地所有.换言之,由于农民集体的特殊地位,集体所有权的本质是对集体财产的集体所有形

式,成员在此形式下形成农民集体这一抽象的组织形态.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混同,并成

为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所有权就替代了上述的集体所有关系,也即从

根本上使农民集体所有的状态转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单一所有的状态.因此,在现阶段农民集体

所有作为新型的财产所有形态,不能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所有权所取代.
第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村民小组都是集体所有权的代行主

体,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等同难以解释村委会的代行主体地位.«民法典»第２６２条明确

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依法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但对两者代行的顺序或行使所有

权的关系并未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集体

产权改革意见»)明确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成员集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所有

权,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代行所有权,这也反映在«民法典»第１０１条第２款

中.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则第２６２条所述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在质上产生了

两种不同的行使关系,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主体行使集体所有权以及村委会、村民小组代

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但结合«集体产权改革意见»与«民法典»第１０１条第２款的表述可知,«民法典»
第２６２条未对“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赋予质的区别,两者在行使集体所有权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操作

上并无区别.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村民小组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是同一权利行使

关系.作为特别法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尽管对其财产享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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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如对政府拨付的工作经费等财产享有所有权①,但是均不对集体所有的财产享有法人所有

权,仅代表集体对集体所有的财产行使所有权.
综上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农民集体,农民集体是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因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民集体成员必定存在着一定的区

别.但在明确代行所有权的关系下,两个成员概念究竟有何区别与联系呢? 这需要在成员资格与成

员权的框架下梳理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的逻辑.
(二)代行关系下成员概念的关系厘清与规则适用

在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而不是所有权主体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向承包户发包集体所有的土地、管理和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等均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

的内容.就成员权利而言,«民法典»第２６４条与第２６５条规定了集体成员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张

的具体权利内容和权利救济,这也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

此将成员主张权利的对象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的范畴,与成员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关系

无关,仅仅是从成员资格界定以及成员主张权利的对象角度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权

利和承受相应义务.
然而问题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也有股东,当这些股东与集体成员并未完全重合时,股东

与集体成员之间的界限就会模糊不清.一方面,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集体产权改革意见»在
股权管理方面提倡股权静态管理模式,即股权不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动.因而,不具备股东身份的集

体新增人口的身份就成为悬而未决的模糊地带.另一方面,«集体产权改革意见»要求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要体现成员集体所有和特有的社区性,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但地方政策文件

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都确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成员代表大会等有权就股权设置与

成员资格认定作出规定②.由此,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允许非本村人员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股东.
而这类人员与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这也是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民集体成员在

概念用法存疑的原因.
正如上文所述,农民集体属于抽象的组织体,在«民法典»中呈现出“集体所有”这一独立的新型财

产所有关系,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是独立的组织体,两者相互独立,不能混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民集体成员在理论逻辑上也应当是互有关联的独立概念.但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代行职能和司法审判实践中,两个概念常被混为一谈,呈现出若即若离的关系,具体表现如下:集体

土地被征收后,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应当在农民集体成员内部分配还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内部分配? 集体经济创收后,盈利分红是否仅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 当盈利分红仅限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时,非股东的农民集体成员能否请求分配分红?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产生就在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所有权的内在逻辑不清晰,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农民集体二分的前提下,就成员概念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独立性与代行所有权的关系

问题.
本文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原则上应当全部涵盖农民集体成员,但在实然层面,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股东与农民集体成员并存于当前实践,两者仅存在部分重合,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

不属于农民集体成员,两者在规则适用上应当有所区分.
在应然状态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完全涵盖农民集体成员的范围,从成员资格认定的角

度来看,不存在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股权管理的前置性步骤是折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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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这一过程从表面来看,是将

集体所有权及其收益分配给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借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类似公司法意

义上的“股东”.但实质上,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逻辑,折股量化的过程是在

保证农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集体所有权项下的资产转移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运营.同时,为
了体现农民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运营集体资产后获得的收益需要分配给集体成员和继续

用于集体资产的运营.从这一视角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集体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来履行

保障农民集体成员基本生活的职能.因而,理论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包括全部的农民集体

成员,也即农民集体成员的概念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概念所吸收替代.
而在实然状态下,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管理提倡静态管理,因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并未完全涵盖农民集体成员,农民集体成员概念仍然独立存在.正如上文所述,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股权管理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静态管理方式,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未照顾农民集体新增成员的利

益,但高效地构建起稳定的收益分配机制,同时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集体资产进而创收的效

率,防止强调平均分配而削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能力.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自主设置

股权,如部分地区设置了贡献股,将对集体资产作出贡献的非农民集体成员纳入到股东范围,虽然具

体享受的权利内容各有不同,但都具备基本的收益分配请求权利①.而这些成员大多不符合章程表

述的一般性成员资格条件,因此,在实行股权静态管理与股东成员集体自决的现实情况下,农民集体

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现阶段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农民集体成员因代行关系下现

实条件的制约而仍然存在规范意义.
既然农民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概念各自独立,那么应如何理解相关法律规范使

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表述呢? 这两者在规则适用上又有何种区别呢? 我们可以发现,«民法

典»仅在第５５条使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表述,而集体所有权部分均使用“集体成员”这一

表述.«农村土地承包法»涉及到成员概念的核心条款是第５条与第１６条,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有权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以及农户是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土地管理法»在征收程

序、盘活闲置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利变动等部分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司法解释»第２２条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可以依法定程序

决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确定时已经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有权请求支付相应份额.
究其内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表述实际上限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相应职能的框架内.

«民法典»第５５条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１６条表明家庭承包中承包方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农户为主体,农户内家庭成员通过户内共享机制而享有承包土地的权益.虽不能将此处的农户等同

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从«民法典»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体系表述来看,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表述强调的是在土地承包关系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履行相应的土地

发包职能.«土地管理法»第４７条规定,国家征收农村土地的,应当听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的意见,同时明确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第６２条规定了村民申请宅基地,第６款出现了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表述;第６３条第２款规定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的决议程序,同时

出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村民代表的表述.从整体来看,这些规定仍然强调的是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履行相应职能.
在规则适用上,本文认为,涉及到集体所有根本性变动的,农民集体成员应当作为相应主体行使

权利和履行义务.例如,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集体成员有权提出意见建议、平等取得集体土

地补偿费等,非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仅仅作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参与其中.又如,农

１３

论农民成员资格认定的应然司法逻辑

① 管洪彦:«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的资产量化范围和股权设置»,«人民法治»２０１９年第１４期.



民集体成员有权决定是否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管理方式、股权设置等

内容,有权制定和表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而在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收益分配等

事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据章程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问题在于,«民法典»第２６５条第２
款规定受侵害的农民集体成员可以请求法院撤销集体决议,这是否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

依据该条主张撤销权呢? 答案是否定的.«民法典»第２６０条到第２６５条均表述为“集体成员”,核心

内容是规定集体所有权主体、集体成员权利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的内容,并未涉及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本身的治理机制与成员权利问题.同时,非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

际上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股份制改造要求体现成员集体所有和特有的社区性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非农民集体成员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２６５条规定请求撤销相

关决议.
综上所述,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民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逻辑并不存在包含或替代的关系,两者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上

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因此,两者所适用的成员资格认定规则和逻辑亦应有所区别.

四、成员资格认定体系的构建

站在司法裁判解决纠纷的角度,构建成员资格认定体系包括认定标准的体系化和裁判逻辑的体

系化,而梳理认定标准与裁判逻辑需要以成员资格的实质为支点,明确集体所有的内涵以及集体所有

权承载的权利意义,进而在农民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分的前提下,通过审视裁判现状

以提炼出更为科学有效的成员资格认定体系.
(一)成员资格的实质与认定标准

１．成员资格的实质.通过上文对司法裁判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司法实践并未区分农民集

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这两者的产生逻辑并不一致.农民集体与农民集体成员之间的

关系具有强烈的社区性与历史性,集体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而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其成员之间侧重于财产法意义上的关系,停留在代行集体所有权方面.因而,成员资格就是某一

主体取得农民集体成员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标志,与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着必然

的联系.
第一,无论是农民集体成员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成员资格认定属于集体自治的范畴.这

直接来源于成员权的人法特性,即成员权有其独特的身份性利益与团体法要求①.当前成员资格问

题的直接起因在于集体自治程度过高且缺乏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集体自治的无序性与决议的

随意性②,同时集体自治的推进有着强烈的公权力色彩,并未表现出私法属性③.但是,成员资格认定

属于集体自治的范畴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是人民法院处理涉及成员资格案件的起点.在明确集体所

有权的主体为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农民集体成员的成员资格认定是农民集体接纳一定主体成为本农

民集体成员一部分的过程,这是集体成员身份性的要求.在此意义上,成员资格就是农民集体认可并

宣示当事人具备身份的前置性条件.
第二,农民集体成员的身份性要求内涵着集体所有权的形成与农民集体的社区性和历史性要求,

具体表现为农民集体在成员资格认定事项上的自治.在本质上,集体所有制要求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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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需要法律层面确保集体成员不可分割地共同享有所有权”①,集体所有权在财产最终归属

层面确定了不得对集体财产予以质的分割,而是由农民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量的分割从而形成成

员经营与集体所有的集体财产经营模式.从集体所有权形成的历史脉络来看,我国推行农业集体化

从保留土地私有的互助组开始,由农民自发自愿结成互助组以恢复农业生产力.之后,国家推行农业

合作化过程中推动了初级社的建立,农民在保留一定自留地的前提下将土地折股入社,将生产工具出

租给初级社,初级社实行统一经营的模式.最终,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将私有土地与生产工具完

全集体化,实行集体所有.这一过程虽然是国家权力推动的结果,而非农民自发形成的集体所有权,
但根植于农村的社区性,农民集体成员的聚合基于历史原因而自然形成,是以资源性资产、公益性资

产为基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②.因此,认定当事人是否成为生活共同体一员必须要经过集体决议.
在对成员资格产生异议时,人民法院需要在尊重集体自治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身份性

特征予以认定.
第三,农民集体成员资格是享受集体所有权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前提,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是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前提.农民集体成员聚居形成农村社区的重要基础在于土地

等集体资源性资产,同时在农民集体的发展过程中集体经营性资产在资源性资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这都构成集体所有权的集体财产.而集体所有权作为社区性成员集体的所有权,承担着维系农民社

区存续的职能,具体到成员个体就体现为保障其基本生活的职能③.例如,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中对

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就应当侧重于考察当事人是否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④.对此,政府有权

纠正侵犯农民集体基本存续与成员个体基本生活保障的集体决议.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而成员是享受其经济利益的主体,成员资格是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认可当事人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条件.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所有权而将集体

成员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从成员与组织的关系角度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身

份性较弱.
有学者提出,成员资格界定的核心要素在于集体成员财产权利的还原,界定的前提在于“承认农

民对集体资产的财产权利”⑤.需要说明的是,农民集体成员与农民集体的关系即使在私法规范的层

面不限于财产权利的关系,亦不以财产权利为核心.从成员集体作为社区性团体的角度来看,成员之

间的聚合是综合性的聚居,“以身份关系作为维护整个社区组织共同利益、生活秩序及共同体内稳定

团结的基础”⑥.固然,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权的生成是以农民财产权利的变动为线索的,但在特

定集体范围展开的制度推进仍然依赖着地域性的成员个体.同时,社会保障的功能也不意味着对成

员资格私法属性的否定,而是集体所有权的必然要求,集体土地所有制要求“对集体土地不可分割地

共同所有基础上实现成员个人的利益”⑦,实现对成员个人公平的社会保障也是集体所有权的要求.
因此,人民法院在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可的成员资格时,必须要实质

审查其与集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从社会保障和分配公平的结果论角度审查成员资格.

２．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当前,人民法院根据户籍、实际生产生活、基本生活保障来源、与集体经

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等标准认定成员资格.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则采用模糊的表述方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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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资格,如«黑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９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系、与集

体经济组织利益关系等因素,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进行确认.”或者,
采取某一具体标准细致规定成员资格认定条件,如«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１５条以农

业户籍为核心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事实上,这些标准均为形式上的标准,核心仍然在于说

明成员与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即使主张以户籍标准为核心的成员资格认定标

准,亦是因户籍具备较强的客观性和现实基础,基本可以反映大多数成员的真实情况①.从法律规范

制定的角度来看,当前地方性立法与司法实践所采纳的标准均为证明材料,即直接或间接证明当事人

属于成员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证据,而非成员资格本身.这也就意味着户籍、生产生活关系等

标准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的效力层级或优先顺位,仅存在证明力上的强弱区分.
由此,户籍、实际生产生活、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等在认定成员资格中属于证

明材料,而不同的证明材料基于证明成员与团体关系的强弱程度,形成了一系列证明材料体系.其

中,户籍标准属于具有较强公示性的标准,其表明了当事人的经常居住情况,然而目前户籍登记相对

宽松,无法全面表明当事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在部分案件中,即存在着被告主张当事人因听闻土地

征收的消息后将户口迁入被告处的情况.相较之下,其他标准相对模糊,若当事人提出了与集体自治

相关的证明材料,如曾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曾参与集体自治等,则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况认定当事人

具备成员资格.
在此,需解决的问题是,若当前的认定标准均为同一层次的证据,则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体系是什

么呢? 人民法院审理成员资格相关诉讼请求大都将重心放在司法权能否干预集体自治以及采纳何种

标准以判断成员资格,而较少地注意到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的区别.原告请求按照其他成员标准平

等分配集体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属于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②,集体土地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权项

下的集体财产从土地转化为具体补偿费,针对的是集体所有权项下的集体财产;而在原告请求人民法

院判决被告股份经济合作社向其支付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款的案例中③,原告提出享受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福利待遇的前提是成为合作社股东,其指向的并不是集体所有权项下的财产,而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下给予其成员的经济待遇.在司法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会明确基于诉讼请求

的不同区分不同的成员资格④,区分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民资格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⑤.由此

可知,人民法院应当分别适用不同的认定逻辑,区分农民集体成员的资格认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资格认定.前者通常指向集体所有权的变动,后者通常指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收益分配.
正如上文所言,户籍等具体标准为认定成员具备相应成员资格的证明材料,核心在于成员与农民

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由此可知,成员资格认定标准是认定请求确认属于农民集体

成员的当事人是否与其他成员形成了共同生活生产的社区关系,以及请求确认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当事人是否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经济联系或是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权所必

需,同时贯穿上述内容的是集体自治标准,即集体自治是认定上述关系的直接标准.因此,当前对具

体标准的归纳和建构是不必要的,人民法院应当从识别证明材料的证明力强弱角度,判断当事人提出

的证明材料能否证明成员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以认定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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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员资格认定之构建原则

本文认为,成员资格认定应当坚持如下两项原则:

１．立法应最大程度上尊重集体自治.围绕成员资格认定困境,学界大多认为应当制定法律规范

以明确成员资格,通过立法规则明确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同时提出了认定的具体标准①.另有观点

提出,集体成员资格涉及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不宜交由群众自治确定②.也即成员资格认定完全属

于制定法规制内容,而不属于集体自治范围,因而成员资格认定的重心由规范集体自治转为补充制定

法,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成员资格与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决议脱离,人民法院亦直接

依据制定法规定的标准认定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关标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集体所有权承载的

私法意义以及成员和团体组织的关系,以制定法替代了内部治理机制,极大地破坏了农民集体和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性,与前述的成员资格实质并不相符.因此,立法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集体自

治,其中包含着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民法院适用的规范应当规定集体决议效力瑕疵的事由.司法实践中涉及成员资格的

纠纷,核心在于集体决议规定了不合理的成员资格认定条件.«民法典»第２６５条抽象地规定了集体

决议侵害成员权益这一决议可撤销事由,而人民法院认定侵害成员合法权益的标准不同,对涉及外嫁

女的案件可以采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对于其他的情况多采取一般条款认定成员合法权益受

损.无论是制定法还是司法解释,法律规范应当就涉及成员资格的集体决议的效力瑕疵事由作出规

定,在程序瑕疵和内容瑕疵两方面明确集体决议效力,如此亦便于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静态股

权管理的正当化.同时,针对成员资格的决议效力瑕疵,应当区分侵害成员权益的效力瑕疵和非法剥

夺成员资格的效力瑕疵,后者直接针对当事人的成员资格作出否定决议,实质上否定了当事人与农民

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任何关系,非法剥夺成员资格的决议应当无效③.
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应当明确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成

员资格认定是判定当事人是否属于农民集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过程,是私法意义上集体

所有权实现的前提④,而不是认定当事人是否属于基层民主自治意义上的村民的过程.即使由村委

会、村民小组等主体代行所有权,村委会、村民小组等对成员资格作出的集体决议仍然是代行私权意

义上的集体所有权.那么,当事人向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申请确认其成员资格,政府作出行政决定是否

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呢? 对此,人民法院通常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７条第３款或第３６条第２
款,认定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有权认定成员资格.本文认为,不应将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认定决定视为

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将其作为政府对当事人就成员资格产生的纠纷作出的调解或仲裁行为.

２．司法裁判应区分农民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正如上文所述,农民集体成员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概念、认定标准上均有所不同.根据诉讼请求的不同,人民法院应当识别当事

人请求确认的成员资格是农民集体成员资格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现阶段,当事人提

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申请宅基地等直接涉及集体所有权权利变动和集体成员权益的,人民法

院应当按照集体成员资格认定逻辑判断其是否为农民集体成员.人民法院应注重集体所有权承载的

社会保障功能,在具体案件中不仅对集体决议效力作出认定,而且为防止当事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

时救济,还应对当事人成员资格直接作出个案认定,而不仅限于撤销集体决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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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成员资格认定的应然司法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吴春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及相关救济途径研究»,«法学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韩俊英:«农村集体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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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７期.



若当事人提出享受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权益,则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范围.人民法院应先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是否存在严重的效力瑕疵

问题,如外出务工人员、再婚家庭等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实行静态股权管理的条款,
人民法院不宜直接认定其效力瑕疵.一方面,«集体产权改革意见»明确鼓励股份合作制改革实行静

态管理,具体到各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大多以静态管理为主;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着重审查

章程在实行静态管理时是否让相应主体通过家庭获得合理的集体资产份额和待遇.根据«集体产权

改革意见»的规定,实行股权静态管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内部成员家庭的新增人口应当“通过分

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享受集体资产份额.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审慎对待因股权静态

管理而提出的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

五、结语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

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成员资格认定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同时,«民法

典»的出台体系化地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以及集体成员权的内容,但未

对成员资格作出规定.而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的二分,成员资格

及其认定应当形成完备的规则体系,由此立法、司法和集体自治才能有章可循.

TheRealisticJudicialLogicofFarmersMembershipRecognition

FangShaokun　LuPengyu
(SchoolofLaw,JilinUniversity,Changchun１３００１２,P．R．China)

Abstract:Membershipistheprerequisiteformemberstoenjoythecorrespondingwelfaretreatment
andexercisetherightsofmembers．Thepeoplescourtshouldfirstjudgewhetherthepartieshave
thecorrespondingmembershipwhenhearingthedisputesoverthedistributionoflandcompensation
feesandcollectiveincome．BasedonthedistinctionbetweenfarmercollectivesandruralcollectiveeＧ
conomicorganizationsintheCivilCodeandthecollectiveownershipof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Ｇ
ganizations,membershipshouldbedividedintofarmercollectivesand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Ｇ
tions,whichpointstodifferentessentialrelationsandidentificationstandards．Atthesametime,

membershipinessencebelongstothecategoryofcollectiveautonomy,legislationandjudicature
shouldrespectcollectiveautonomyfromtheperspectiveofthevaliditydefectsofcollectiveresoluＧ
tionsandmakereasonablejudgmentsondisputesinvolvingtherecognitionof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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